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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分析来自四个国家的 67 项研究。 经异质性检验,选取

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元分析;发表偏差检验表明元分析的结果不受发表偏差的影响。 主效应检验表明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

性别差异确实存在,男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比女教师更为严重;亚组分析显示,研究对象所在的“国家”是重要的调节

变量,对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不仅能帮助我们系统了解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

别差异,还能为缓解工作倦怠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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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教师是女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 González-Morales
 

et
 

al. ,2010),外语教师更是如此。 教师同时

也是一个被赋予大量期待的职业,面临高强度的职业压力( Gholam
 

et
 

al. ,2017;蒋晓艳,2019;孙理

和
 

等,2021)。 教师工作倦怠就是教师长期暴露在压力环境中所产生的教师心理与行为问题。 长期

倦怠会导致教师情感与认知资源的恶化与耗尽( Mukundan,2015),从而丧失教学动力,并对学生产

生情感上的厌倦。 因此,工作倦怠不仅会损害教师的工作热情和身心健康,而且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与教学质量的提升,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教育中的危机” (刘英爽,2013)。 本文以性别差异为切入

点,采用元分析方法系统探讨外语教学中出现的倦怠现象,为缓解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提供有益

启示。

1　 研究背景

1. 1
 

教师工作倦怠的测量

学术界对工作倦怠的内涵维度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结论。 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 Christina
 

Maslach)和苏珊·杰克逊(Susan
 

E.
 

Jackson) (1981)提出的工作倦怠三维模型,将工作倦怠划分为

情绪枯竭(Emotional
 

Exhaustion,EE)、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DP)和个人成就感降低( 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RPA)三个维度(阶段),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以马斯拉赫和杰克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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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倦怠三维模型为基础编撰的马斯拉赫工作倦怠问卷(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是测量工

作倦怠应用最为广泛的工具,被称为测量工作倦怠的“黄金准则”(Schutte
 

et
 

al. ,2000)。 根据 MBI,
如果情感枯竭(正向记分)和人格解体(正向记分)两个维度的平均得分高,而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

(反向记分)平均得分低,则代表工作倦怠水平高;当情感枯竭和人格解体两个维度的平均得分低,
但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平均得分高,则代表工作倦怠水平低;三个维度分别计分,不能相加。

鉴于工作倦怠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差异,在 MBI 被学术界广为接受之后,又经历了一个具体化与

泛化的过程(陈敏灵
 

等,2019)。 在 MBI 的基础上,马斯拉赫和杰克逊(1986)又开发了马斯拉赫工

作倦怠量表教师版(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educators
 

survey,MBI-ES),专门用于测量教育工作者

的倦怠水平。 MBI-ES 和 MBI 的结构维度、题项记分方式基本一致,且同样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
之后,马斯拉赫等三位学者(1997:191-218)重新对 MBI 量表进行了修订,推出了马斯拉赫通用量表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MBI-GS)。 MBI-GS 淡化了服务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从而

适应几乎所有工作人群。 MBI-GS 虽然也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但其结构维度和题项数量与 MBI、
MBI-ES 都有一定的区别。 目前,在国内外教育研究领域,MBI 和 MBI-ES 的应用比 MBI-GS 更为

普遍。
1. 2

 

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

传统的性别图式理论认为女性语言能力强,外语相对而言是更适合女性发展的学科( Loulidi,
1990;赵建芬,2014)。 事实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外语教师中女性教师的比重都占绝对优势

(Khajavy
 

et
 

al. ,2018)。 正因为如此,性别就成为教师工作倦怠研究过程中,众多学者关注的主要人

口统计学变量之一。
不过,现有研究对性别与外语教师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还未形成统一认识。 例如刘英爽

(2013)以性别变量为基础,对国内部分高校英语教师的工作倦怠问题进行了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

在国内高校中,女教师的工作倦怠整体水平明显高于男教师。 与之相反,刘莉(2014)对我国工科院

校的 117 位大学英语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教师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均不存在统计学意

义上的性别差异。 另外,唐进(2011)对 59 位国内大学英语教师的研究发现,在工作倦怠的三个维

度中,性别差异仅在个人成就感降低这一个维度上达到了显著水平。
国外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争议,例如一份针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中小学外语教师的研究发

现,在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中,性别差异仅在情感枯竭这一维度上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男教师的倦

怠水平比女教师高(Kavanoz
 

et
 

al. ,2020)。 而另一份针对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中小学外语教师的研

究却发现,男教师工作倦怠情况明显好于女教师,他们的情感枯竭和人格解体水平更低,个人成就

感降低得分更高(Mousavy,2014)。
纵观国内外关于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的研究,样本规模以及样本的取样范围均存在一

定局限性。 因此对于教师工作倦怠这个多维度的概念,要获得更具普遍意义的结论,须从全面和整

合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
1. 3

 

影响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

除性别变量外,学术界还关注其他影响教师工作倦怠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例如年龄、教龄、职
称、学历、学校类型等。 总体上看,年轻教师比年老教师的工作倦怠水平更高,职称和学历相对较低

的教师倦怠水平更高(Kavanoz
 

et
 

al. ,2020;Khajavy
 

et
 

al. ,2018;刘莉,2014;刘英爽,2013),但实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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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证据很少。 其主要原因是国内外研究对这些变量的划分标准不统一,而且学术文化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因此相关的研究结果很难具有推广意义。
此外,教师所处的“国家”是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例如加西亚-阿罗约(García-Arroyo)

等人(2019)在普通教育学背景下,采用算术平均数(arithmetic
 

mean)作为效应量,对来自 36 个国家

的 156 份文献进行元分析后得出结论,相对于其他职业(例如护士、警察),教师更容易倦怠;相对于

女教师,男教师更容易倦怠;不同国家之间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显著等。
加西亚-阿罗约等人(2019)的研究提示我们,对于教师工作倦怠这种多维度概念,采用元分析

方法可扩大样本规模和取样范围,便于进行整体和系统的定量分析,能避免单一研究测量误差所造

成的影响。 这有助于教师工作倦怠理论的全面整合与构建,从而得到更普遍和更准确的结论。 目

前,学术界还未见到针对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元分析研究,这就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空间。

2　 研究方法

2. 1
 

研究问题

根据上文的分析,本研究将采用元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有关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研究

文献,并试图探讨:第一,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第二,“国家”等人口统计学变量是

否对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产生调节作用?
2. 2

 

文献搜索

笔者全面搜索中英文文献,主要来自如下数据库:CNKI 数据库(期刊论文、硕博论文和会议论

文)、万方数据库、Web
 

of
 

Science、SAGE
 

Journals
 

Online、Science
 

Direct、Elsevier、ERIC、ProQuest 硕博

论文全文数据库。 CNKI 期刊论文数据库主要查找核心期刊,另外还包括部分国内常用外国语类期

刊,如《外国语言文学》《江苏外语教学研究》《外语教育》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天津外国语

大学学报》《外语测试与教学》《中国应用语言学(英文)》等。 中文文献检索词为“教师倦怠” “教师

工作倦怠” “ 教师职业倦怠” “ 英语教师” “ 外语教师” 等; 英文文献检索词为 “ job
 

burnout ”
“professional

 

burnout ” “ teacher
 

burnout ” “ teacher
 

job
 

burnout ” “ exhaustion ” “ cynicism ” “ personal
 

accomplishment”“English
 

teacher”“foreign
 

language
 

teacher”等。 为避免遗漏,对综述及相关成果的参

考文献进行人工补查。 检索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搜索得到中英文文献 3,843 篇。
2. 3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采用以下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必须是中文或英文研究文献;必须是报告实验或调查数据的实

证研究,排除定性研究、理论探讨和综述性文章;研究对象必须是来自国内外各层次的外语教师(例

如中小学外语教师、大学外语教师等),排除将其他学科教师作为分析对象的成果;必须是涉及外语

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研究中必须使用中文版本或英文版本的 MBI 量表或 MBI-ES 量

表;研究必须报告男教师和女教师的样本规模、工作倦怠三个维度的均值和标准差(或男女教师独

立样本 t 检验的 t-value,或男女教师独立样本 t 检验的 p-value),或其他可以转化为效应量的指标;
相同作者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如采用同一样本进行分析,取期刊论文分析结果;以国内外语教师

为研究对象,发表在国外的成果归类于国内研究;至少需要两篇文献才能分析相关变量的调节作

用,如关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只有一篇文献,则去掉这篇文献。
根据上述标准阅读文章标题和摘要,得到文献 156 篇。 进一步阅读原文,删除不合标准文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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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献 67 篇(k
 

=
 

67),其中包括中文文献 55 篇,英文文献 22 篇。 纳入研究有效样本共 12,675 人,
其中男教师 4,146 人,女教师 8,529 人。 样本来自中国、伊朗、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等四个国家。
2. 4 文献编码

纳入文献采用如下方法进行编码:编码文献信息(包括作者与发表年代),研究对象的样本量和

性别;对研究对象所处的国家进行单独编码;考虑到不同测量工具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结果,故对测

量工具进行单独编码(MBI 和 MBI-ES);由于国内外文化传统和教育体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根据

可操作性原则,将学校类型简化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并分别编码;对研究对象的年龄、教龄、职称和

学历四个变量进行编码,但由于国内外教育体制存在一定差异,无法采用统一的标准进行编码,实
际完成的编码无法归类,因此文中统计分析并不考虑这四个变量;每个独立样本编码一个效应值,
教师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情绪枯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均分别编码;由两名研究人员分别

编码,两人编码一致性系数 0. 84;后重新核对并修改编码有争议的内容。
2. 5

 

效应量计算

采用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3. 0(CMA
 

3. 0)进行效应量的计算与转换。 工作倦怠量表的

得分是连续性变量,且测量工具并不统一,故采用标准化均数差(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SMD)
作为效应量计算性别差异。 SMD 是两群体均数的差值再除以合并标准差的商。 SMD 不仅能消除单

个研究的绝对值大小的影响,还能消除测量单位对结果的影响。

3　 研究结果

3. 1
 

发表偏倚检验

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又称出版偏倚,检测已选取的研究文献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
本文采用漏斗图(funnel

 

plot)、失安全系数、艾格斯回归截距法(Egger’ s
 

Regression
 

Intercept),以及

剪切法(Trim
 

and
 

Fill)等方法进行发表偏倚检验。
从漏斗图来看(图 1),情绪枯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三个维度的研究文献基本分布于

总效应量两侧;三个维度的失安全系数分别为 27,763、19,974 和 15,341,均满足 5k+10(k 为纳入的

文献数)的标准( Becker
 

2006:111-125);三个维度艾格斯回归截距法的 p 值分别为 0. 47628、0.
75905 和 0. 89992,均大于 5%;采用剪切法(图 1),情绪枯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三个维度

的点估计值和置信区间分别为-0. 27396
 

[ -0. 31039,
 

-0. 23753]、-0. 05646
 

[ -0. 09455,
 

-0. 01837]
和-0. 23857

 

[ -0. 27249,
 

-0. 20464],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值。 综上,漏斗图、失安全系数、艾格斯

回归截距法,以及剪切法均表明数据不受发表偏倚的影响。
3. 2

 

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发现,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在三个维度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性(表

1)。 例如,对于情绪枯竭,Qb
 =

 

569. 728,p
 

<
 

0. 001;I2
 

=
 

88. 416,说明由效应量的真实差异造成的变

异占总变异的 88. 416%
 

>
 

75%;Tau-squared 值为 0. 222,说明研究间的异质性有 22. 2%可用于计算

权重;H
 

=
 

2. 916
 

>
 

1. 5;这些数据均表明研究间存在异质性。 同时,与情绪枯竭类似,人格解体与个

人成就感降低两个维度情况相同(表 1),均存在异质性,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研究间的异质性

表明各研究的效应量位于总效应量的两端,单个效应量的变异较大,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

调节变量,宜采用随机模型进行分析(Higgins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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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漏斗图及剪贴法

表 1　 异质性检验结果(Qb 为组间异质性)

结果变量 k Qb df p I2 Tau-squared H

情绪枯竭 67 569. 728 66 <0. 001 88. 416 0. 222 2. 916

人格解体 67 725. 183 66 <0. 001 90. 899 0. 291 3. 290

个人成就感降低 67 520. 535 66 <0. 001 87. 321 0. 200 2. 787

3. 3
 

主效应检验

67 份研究共包含 201 个独立样本,12,675 名被试。 在三个维度中,情绪枯竭( -0. 081)和人格

解体( -0. 535)的 SMD 为负数,说明在这两个维度上,女教师倦怠得分比男教师略高,但均未达到显

著性水平(p
 

>
 

0. 05)。 个人成就感降低的 SMD 为负数( -0. 761),说明男教师在这个维度上得分比

女教师低,倦怠更严重;且 SMD
 

=
 

-0. 761,z
 

=
 

-3. 263,p
 

<
 

0. 001,95%置信区间( -1. 074,
 

-0. 268)
不包含零值,这说明性别差异在这一维度上的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 2)。

表 2　 主效应检验结果

结果变量 SMD 95%置信区间 z p

情绪枯竭 -0. 081 -0. 207,
 

0. 045 -1. 262 >0. 05

人格解体 -0. 535 -1. 603,
 

0. 533 -0. 982 >0. 05

个人成就感降低 -0. 671 -1. 074,
 

-0. 268 -3. 263 <0. 001

3. 4
 

亚组检验

之所以要进行亚组检验有两个原因:第一,亚组检验是探讨异质性的常用方法;第二,由于国

家、测量工具和学校类型三个调节变量属于类别变量而非连续型变量,因此这里不采用回归分析而

采用亚组检验(Higgins
 

et
 

al. ,2003)。
亚组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教师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在“测量工具”和“学校类型”两个变量上

的组间方差(Qb)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二者并不是潜在的调节变量。 同时,表 3 数据显示,教
师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即情绪枯竭(Qb

 =
 

115. 684,p<0. 001)、人格解体(Qb
 =

 

78. 275,p<0. 001)和
·351·



　 外国语文 2023 年第 4 期　

个人成就感降低(Qb
 =

 

17. 115,p<0. 01)在“国家”这一调节变量上的组间异质性(Qb)均达到了显著

性水平。 因此,“国家”对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有调节作用。
表 3　 亚组检验结果(Qw 为组内异质性,Qb 为组间异质性)

结果变量 调节变量 Qw p Qb p

情绪枯竭

国家 454. 044 <0. 001 115. 684 <0. 001
测量工具 518. 650 <0. 001 0. 968 >0. 05
学校类型 563. 147 <0. 001 5. 444 >0. 05

人格解体

国家 646. 908 <0. 001 78. 275 <0. 001
测量工具 713. 150 <0. 001 2. 123 >0. 05
学校类型 723. 435 <0. 001 0. 867 >0. 05

个人成就感降低

国家 421. 522 <0. 001 17. 115 <0. 01
测量工具 510. 962 <0. 001 4. 563 >0. 05
学校类型 507. 406 <0. 001 0. 278 >0. 05

表 4　 不同国家的效应量检测结果

国家 结果变量 k SMD 95%置信区间 z p

中国

情绪枯竭

人格解体

个人成就感降低

57
0. 297 0. 175,

 

0. 611 3. 421 <0. 001
0. 172 0. 367,

 

1. 180 3. 772 <0. 001
-0. 345 -1. 407,

 

-0. 383 -2. 278 <0. 05

土耳其

情绪枯竭

人格解体

个人成就感降低

3
-0. 018 -0. 073,

 

0. 037 -0. 647 >0. 05
0. 049 -0. 119,

 

0. 216 0. 568 >0. 05
0. 029 -0. 172,

 

0. 230 0. 286 >0. 05

伊朗

情绪枯竭

人格解体

个人成就感降低

5
0. 094 -0. 089,

 

0. 277 1. 009 >0. 05
0. 505 -0. 348,

 

1. 358 1. 161 >0. 05
-0. 420 -1. 026,

 

0. 186 -1. 357 >0. 05

马来西亚

情绪枯竭

人格解体

个人成就感降低

2
-0. 065 -0. 149,

 

0. 020 -1. 502 >0. 05
-0. 069 -0. 783,

 

0. 646 -0. 188 >0. 05
-0. 332 -0. 624,

 

-0. 040 -2. 229 <0. 05

　 　 进一步探讨不同国家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发现(表 4),我国外语教师在情绪枯竭、人
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三个维度上的性别差异显著,但土耳其、伊朗和马来西亚(除个人成就感

降低维度外)三个国家的性别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具体而言,上述数据反映了外语教师工作

倦怠性别差异的如下特征:第一,在中国,男教师在情感枯竭(SMD
 

=
 

0. 297,z
 

=
 

3. 421,p
 

<
 

0. 001,
表 4)、人格解体(SMD

 

=
 

0. 172,z
 

=
 

3. 772,p
 

<
 

0. 001,表 4)和个人成就感降低(SMD
 

=
 

-0. 345,z
 

=
 

-2. 278,p
 

<
 

0. 05,表 4)三个维度均比女教师更为倦怠。 第二,马来西亚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

差异主要表现在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SMD
 

=
 

-0. 332,z
 

=
 

-2. 229,p
 

<
 

0. 05,表 4),女教师的倦怠

水平更高。 第三,土耳其和伊朗外语教师工作倦怠不存在性别差异。

4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主效应),201 个独立样本包括 12,675 名被试,分布在四个不

同的国家,其中男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的倦怠水平比女教师严重,且具有显著性。 同时,亚组分析

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细的结果:相对于伊朗、土耳其和马来西亚,我国外语教师的性别差异更为明

显;尤其是男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的倦怠水平,显著高于女教师。 这一数据结果不仅说明外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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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确实存在,而且变量“国家”对性别差异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4. 1

 

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

首先,为理解元分析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压力交换模型( 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TMS;
Lazarus

 

et
 

al. ,1984)的相关理论中得到启示。 压力交换模型的基本假设是:教师对压力的感知取决

于教师对学校情境的认知评估(即“感知需求”,perceived
 

demands),以及教师应对压力的能力(即

“感知能力”,perceived
 

capability)。 具体地说,“感知需求”指的是教师感知到的外部环境对其心理

与生理的要求;“感知能力”指的是教师感知到的自我所拥有的心理资源,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感知需求”大于“感知能力”时,工作压力就产生了。 而对工作压力处理不当最终就会导致工作

倦怠(Maslach
 

et
 

al. ,1986)。 因此,教师工作倦怠可以视作教师对压力的“不良反应”。 学校的外语

教学情境会给教师带来不同强度的压力,例如学生的厌学情绪、超负荷工作、科研压力、缺少教师同

伴或领导支持等。 面对这些压力,男性和女性的应对策略并不一样。 男教师倾向于采用问题导向

的压力处理策略,女教师则倾向于情感导向的压力处理策略(Dewe,1989)。 问题导向的压力处理策

略让男教师更倾向于直面问题,直接解决“感知需求”和“感知能力”之间不一致带来的困扰,但这种

处理方式可能会让男教师面临更大的压力。 与之相对应的是,女教师更倾向于与学生、同事建立良

好的关系,减轻工作压力所带来的消极情感,同时不断寻求社会性支持。 也许正是女教师这种处理

问题的方式,让她们能在面对工作倦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更加从容(Roohani
 

et
 

al. ,2020)。 因此,
男教师与女教师处理压力的不同方式是导致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 Maslach

 

et
 

al. ,
1985)。

其次,主效应分析显示,在教师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中,男教师“个人成就感降低”的倦怠水平

显著高于女教师。 究其原因,如前文所述,外语教师是一个女性主导的职业。 这不仅意味着在工作

环境中,女教师的数量多于男教师,更意味着教师的职业活动与典型的女性特征有关。 例如被动

的、有亲和力的、慈爱的和具有母性的等,这些女性特征往往意味着富含情感并具有较为敏感的人

际关系(Gutek
 

et
 

al. ,1987;Maslach
 

et
 

al. ,2001)。 所以,从事女性主导职业(例如外语教师)的男性,
往往会由于其男性气质(例如主动性、侵略性和理性)而感到紧张,

 

在工作中更容易疲劳、烦躁和易

怒(Simpson,2004),进而缺乏“个人成就感”,并开始怀疑自己对职业的选择( Mukundan
 

et
 

al. ,
2015)。 因此,从生理角度而言,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4. 2

 

“国家”变量对性别差异的调节作用

亚组检验得到的结果表明变量“国家”对性别差异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首先,对于我国外语

教师,其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男教师

普遍比女教师严重。 从上述分析可知,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男教师与女教师处理压力的不

同方式,以及从事女性类型职业的男教师所具备的男性气质。
其次,在土耳其和伊朗等伊斯兰教国家,整体上外语教师工作倦怠并不存在性别差异。 实际

上,一直到近现代,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女性都不能外出工作。 绝大多数的工作岗位(包括教师)都由

男性承担,外语教师也还未成为女性主导的职业,或者说这种主导趋势并不明显( Soroor
 

et
 

al. ,
2015)。 因此,其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最后,与我国情况相反,马来西亚的女教师整体比男教师更为倦怠(个人成就感降低),类似的

结论在其他多份研究中也有报道(Roohani
 

et
 

al. ,2020;唐进,2011)。 实际上,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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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正是不同国家的不同教育体制与社会文化在教师心理上的集中体现( García-Arroyo
 

et
 

al. ,2019)。 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这四个国家中,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差异

均有各自特征———而这也正是变量“国家”对性别差异调节作用的真实体现。

5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不仅提供了外语教师工作倦怠性别差异存在的有力证据,还发现在影响工

作倦怠的诸多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国家”是影响性别差异的重要调节变量,研究的结果与发现进一

步深化了我们对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理解与认识。
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虽然考虑到了不同测量工具(MBI 和 MBI-ES)对测量结果

的影响,但未区分中文版量表和英文版量表,这可能会影响测量工具调节效应的信度;第二,本文仅

搜索中英文文献,其他语种的文献未纳入研究,虽然发表偏倚检验证明分析的结果不受发表偏差的

影响,但由数据来源所带来的语言偏差和文化代表性问题仍然存在。
建议未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深入探讨:第一,目前对于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研究方法

比较单一,基本上都采用自我报告式问卷。 这种主观报告还不足以全面反映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

全貌,未来研究可尝试对不同方法测量得到的数据进行归纳分析。 第二,有必要设置一个调节变量

“倦怠程度”(例如轻微倦怠、中度倦怠和高度倦怠),进一步分析探讨外语教师工作倦怠的性别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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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Job
 

Burnout
 

Am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Evidence
 

from
 

Four
 

Countries
TANG　 Jin

Abstract:
 

This
 

essay
 

uses
 

meta-analysis
 

to
 

investigate
 

gender
 

differences
 

in
 

job
 

burnout
 

am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The
 

analysis
 

included
 

67
 

studies
 

from
 

four
 

countries.
 

A
 

random-effects
 

model
 

was
 

selected
 

for
 

the
 

meta-analysis
 

after
 

heterogeneity
 

testing.
 

Publication
 

bias
 

testing
 

showed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meta-analysis
 

were
 

not
 

influenced
 

by
 

publication
 

bias.
 

The
 

main
 

effect
 

test
 

revealed
 

that
 

there
 

is
 

indeed
 

a
 

gender
 

difference
 

in
 

job
 

burnout
 

am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with
 

male
 

teachers
 

experiencing
 

more
 

severe
 

“ 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than
 

female
 

teachers.
 

Sub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 country”
 

where
 

the
 

subjects
 

were
 

located
 

was
 

an
 

important
 

moderating
 

variable,
 

with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job
 

burnout
 

am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help
 

us
 

gain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job
 

burnout
 

am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alleviating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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